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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南钱荒缘由考辨 

丁涛 

【摘 要】北宋钱荒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北宋东南钱荒有经济发展和货币流出两方面的原因。

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使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和农田面积都大幅增加，粮食市场和土地交易规模也相应扩大，因

此需要更多货币来满足市场需求。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货币征收高而财政支出低，致使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

留在北方而未能回流。东南地区还是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大量货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使货币进一步减少。

此外，北宋政府限制货币在各区域间自由流通，货币壁垒是东南钱荒的更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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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钱荒，是指流通领域内的货币相对短缺。钱荒是一种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会导致物价下跌，使生产经营的利润下降，

进而引起经济的全面衰退。近些年来，关于北宋钱荒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多对北宋钱荒进行总体研究，而

对各区域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中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各区域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要正确认识某一时期中国经

济的状况，进行区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北宋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因而对北宋时期的东南钱荒进行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北宋东南地区包括淮南路(熙宁五年析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

常被称为东南地区或江湖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

北宋东南地区的货币主要是铜钱，虽然宋代白银逐渐货币化，但直到南宋初白银货币化才初步实现，而交子又主要流通于川蜀

地区。已有学者指出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熊燕军说“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钱荒也主要集中在东南诸路”，.“而当

时的西北边地，不仅没有钱荒之虑，反有钱多之忧”气葛金芳、常征江认为“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在北宋都城开

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由于史料确凿，学者们的观点是可信的。至于东南地区钱荒的成因，学者们多将其归

结为赋税征收、销币铸器、民间私贮等方面。然而，以上因素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而不只是出现在东南地区，因此，北宋

东南钱荒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 

既然钱荒是货币数量相对于商品经济的短缺，那么探讨钱荒的成因就要从商品经济和货币数量两方面来考察，缺一不可。

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使得该地区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这是钱荒发生在东南地区的原因之一。 

东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稻作区，“宋代以前江、淮、浙普遍种植的是一季晚粳，而没有真正的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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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要求很高，适宜种植于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一旦遇到干旱灾害，就会大幅减产。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以江、淮、两

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旱稻也。”占城稻原产于越南占城，具

有耐旱的优点，北宋初年传入福建。为了解决江南、淮南、两浙等地“稍旱即水田不登”的问题，宋真宗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

种在东南地区推广。与粳稻相较，除耐旱外，占城稻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南宋舒磷曾对粳稻和占城稻做过详细对比，他说：

“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

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而食。所谓小谷者，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

下皆食之。”通过舒璘的比较可见，粳稻的特点是“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得米少”，即对土壤的要求高却产量低。与此相反，占

城稻的特点是“不问肥瘠皆可种”“得米多”，即对土壤的要求低且产量高。与粳稻相比，占城稻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此外，

占城稻还具有生长周期短的优势，粳稻的生长周期大约需要 180-200 天，而占城稻的生长周期则只需要 110 天左右。因此，种

植占城稻可以提高农田的利用率，农民在收获占稻之后，还可再种植蔬果等其他农副产品。由于占城稻生长周期短，东南地区

还培育出了双季稻，南宋吴泳《隆兴劝农文》载：“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吴泳所谓“稻一岁再熟”

即一块农田一年收获两次稻谷，可见最晚在南宋时东南地区已经出现双季稻。 

由于占城稻具有耐旱、不问肥瘠皆可种、得米多、生长周期短等优势，自宋真宗遣使取种以来，占城稻在东南地区迅速传

播，在种植面积上很快就超过了原来的粳稻。李纲在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1135-1139)时曾上奏说：“缘本州管下诸县，民

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本司契勘，本州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李纲所谓“早

占”“早占米”皆是指占城稻，所谓“大禾”即粳稻。根据其上奏可以看出，南宋初年江南西路的占城稻种植比例已经达到 70%，

远超过粳稻的占比。南方其他诸路的种植情况和江西差不多，“荆湖南、北路虽然不是真宗命令栽培占城稻的地方，但是其后这

种稻从江西方面引进栽种”'曾雄生指出“占城稻引进以后，在江西、福建、浙东，以及后来的湖南、湖北、广东一带的种植面

积很大，原有的一季晚粳稻大部分为一季早稻所取代”。总之，由于占城稻具有明显的种植优势，自宋真宗在东南地区推广以来，

占城稻得以迅速传播，很快就成了东南地区的主要种植作物。 

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使东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首先，占城稻耐旱和不问肥瘠的优点使东南地区的可耕种面积迅速

扩大。与华北平原不同，东南地区平原狭小而丘陵较多，粳稻多种植在水土肥美的狭小平原地带，而占城稻可以种植在广泛的

丘陵地区，因此，占城稻的推广使东南地区的可耕种面积迅速扩大。漆侠曾对宋代各区域的垦田面积进行过研究，指出“在垦

田数量上，南方诸路更是远远超过了北方”。北宋南方诸路垦田面积的大幅增加，与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其次，

与粳稻相比，占城稻还有“得米多”的优点，即单产比粳稻高。因此，在种植面积和单产量双双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东南地区

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出现在占城稻在该地区推广之后。随着占城稻的推广，东南地区的粮食产

量大幅增加，该地区的粮食交易规模也相应扩大，若货币数量不能相应增多，那么必将会出现钱荒现象。司马光曾上奏说：“臣

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
2
司马光

指出了东南地区粮食过剩而钱币不足的问题，主张朝廷在东南地区采购粮食，使货币流入并使粮食泄出，以调控东南地区钱币

和粮食失衡的局面。若任由该地区粮价下跌，必将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进而伤害到农业生产。 

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不仅使粮食产量大增，还使农田面积大幅增加。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农田不仅是生

产资料，还是重要的大宗商品。农田面积的大幅增加，使土地交易规模相应地扩大，粮食交易市场繁荣，因此需要更多的货币

来满足交易需求。在市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不能相应增多，那么东南地区必将出现钱荒。下文将分析货币方面的原

                                                        
2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16 顶。 

舒璘：《舒文靖公类稿》，扬州：广陵书社，2006 年，第 6473 页。 

关于占城稻与粳稻的生长周期，参见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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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二、北宋政府货币调控失衡 

东南地区出现钱荒，北宋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北宋政府对全国货币的调控方式是通过征税将各地财物汇聚于京师，

即“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使税收和新铸货币分散于四方。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货币征收高而财政支出低，

使东南地区的货币持续流向京师，这是东南地区出现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货币征收，东南高于北方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征收比例远高 

于北方诸路。北宋田赋制度，沿袭唐代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按夏、秋两季征收，包括实物税和货币税两大类。由于东南

诸路远离京师，运输成本高，故北宋政府倾向于从东南地区征收货币而从北方征收实物。在征税过程中，政府常将实物折合为

货币，即所谓“折变”。包拯曾对折变问题有所论述，指出“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

折变现象在东南地区尤其严重，包拯曾连上四封奏折请求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指责当地官吏“一面抑令人户纳元估价钱，不

许纳本色斛斗。以致豆、麦益贱，钱货难得，下等人户尤更不易”气江淮两浙的官吏将百姓需缴纳的豆、麦等实物折成货币，

不许百姓缴纳实物而只收取货币，致使江淮两浙等地出现钱荒现象。包拯对当地官吏的做法非常不满，请求朝廷禁止此举。张

方平也对东南折变现象有所讨论，指出：“去年以恭谢大礼，亦是于江湖六路将斛斗五十万石，折钱五十万缗，起发上京。”^张

方平指出朝廷曾因恭谢大礼将东南六路的五十万石粮食折合为五十万缗钱币运往京师。苏辙对此也有所论述，指出：“江湖诸路，

自来皆系出米地分，而难得见钱。旧日官岁籴米，钱散于民，故农不大伤，无钱荒之弊。今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供，而责钱于诸

路；诸路米无所售，而敛钱以偿发运司，则钱日益荒，而农民最病。此东南之大患也。”苏辙指出过去在东南地区采购粮食，使

钱币流入而粮食泄出，不会出现钱荒问题，而今，发运司在京师附近采购粮食而令东南地区缴纳货币，致使东南地区发生钱荒。

总之，北宋政府倾向于在北方征收实物而在东南地区征收货币，致使东南地区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北方，长此以往，东南地

区发生钱荒在所难免。 

王安石改革致力于推进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使东南钱荒进一步加剧。美国学者万志英指出：“王安石为相期间，货币收入

大约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 40%。王安石的经济政策招致了普遍的非议。因为他不管农民愿意与否，都把他们推向市场参与交换。

农户只有出售自己生产的一部分农产品，才能获得货币，履行用货币纳税的义务。”东南地区向来钱荒，王安石改革使东南地区

货币加速流出，使钱荒进一步加剧。苏辙曾对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东南钱荒有所议论，云：“然方是时，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

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

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
3
苏辙指出熙宁之前东南地区就有钱荒之患，自熙宁变法之后，由于百姓要缴纳免役钱、常平息钱等，

使东南地区的货币都进入官库，出现国库充实而民间无钱可用的局面。 

（二）财政支出，北方高于东南 

各地税收及新铸货币咸聚京师之后，北宋政府还要再将货币分散到地方。由于古代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北宋的货币供给

不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而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流入各地。北宋财政在各地的支出是不平衡的，在北方地区的支出远远高

于东南地区。 

北宋财政支出主要有军费、官俸、祭祀、岁币、赈灾等各种费用，其中军费支出占最大比重。北宋实行募兵制，作为国家

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军和厢军皆是招募而来，军队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承担。北宋战争频繁且强敌环伺，这就使得北宋政府

                                                        
3张田编：《包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5 页，第 86 页。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46 页。 

苏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57 页，第 670 页。 

〔美〕万志英：《11-18 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王文成译，《思想战线》2012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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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保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蔡襄曾对当时的军队数字有所记录，载：“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军四十八万

八千一百九十三人。共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蔡襄指出当时禁军人数约七十万，厢军人数近五十万，合计近一百

二十万。今人对此也有研究，汪圣铎指出：“自太宗以后，宋朝禁军人数常在四十万以上，最高曾达八十余万，厢军则约三四十

万，总数在百万上下。”百万大军的供养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汪认为“军费开支在宋朝财政中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

在岁出总额中一般占半数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斯波义信也指出：“财政支出的分配率（份额）大致为：

官俸 10%、吏禄 20%、兵廪 70%。”汪圣铎和斯波义信的说法可从蔡襄的奏文中得到印证。蔡襄曾对英宗时的岁人和军费进行过统

计，得出结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蔡襄指出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十之六七，这与汪圣铎和斯

波义信的研究基本吻合。在另一篇文章中，蔡襄又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人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

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在这篇文章中，蔡襄指出养兵之费占了

财政支出的八成以上。虽然蔡襄两次统计的数字有所差异，但军费是北宋财政开支的重中之重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军队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均衡，分布于北方的军队远多于南方地区。首先，北方边境有辽和西夏两个强大的外敌，为了

保障边境安全，大量兵力不得不常年驻守边关。其次，北宋都城开封地处平原而无险可守，为了保障京师安全，开封周边常年

有重兵把守。而南方则无外敌之患，故不需要大量屯兵，这就形成了北方多而南方少的军队布局。据朱家源、王曾瑜统计，仁

宗时南方驻禁兵仅有一百九十四指挥，北方则有一千七百二十指挥。其中开封府、京东西共九百八十三指挥，河北二百五十四

指挥，河东一百六十指挥，陕西三百二十三指挥。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南方的屯兵数量大约仅为北方的十分之一，而且这

还是东南诸路和川蜀、广南、福建等地的总驻兵量，东南诸路的驻兵量还要更少。可以说，与北方的驻兵量相比，东南诸路的

驻兵量是微不足道的。军队所在，即军费支出所在。军队主要驻扎在北方，故北宋的军费支出也主要发生在北方。与北方相比，

北宋在东南地区的军费支出是不值一提的。军费开支是北宋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一半以上的比重，因此，北宋的财政

支出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 

综上，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管控是失衡的。北宋政府在东南地区所征货币比例远高于北方，而在东南地区的财政支

出又远低于北方，这就导致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留在了北方而未能回流，使货币呈现单向流出状态。在货币管控失衡的

状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地区的货币会持续流出，钱荒会愈演愈烈。 

三、东南地区货币流向海外 

钱荒之所以会发生在东南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地区乃是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与日本、朝鲜、东南亚、

南亚、阿拉伯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中，大量钱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 

北宋时，大一统的阿拉伯帝国不复存在，中亚地区政治动荡，中国东北和西北出现了辽、西夏、高昌回鹘等多个割据政权。

在中亚和中国北方政局混乱的背景下，我国与西亚、朝鲜半岛等地的传统陆路贸易路线受到影响，北宋政府积极开拓海上贸易，

使东南地区成为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

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
4
自开宝四年（971）起，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市舶司，与阿拉伯和东

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进行贸易。所开辟的三处市舶司中，东南地区占了两处，即杭州和明州。“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

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为了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

雍熙(984-987)年间，政府派人携敕书和金帛到海外招致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并指定出海商人到两浙市舶司申请官券，由此可见

北宋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以及东南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北宋海外贸易繁荣发展，大量海外

                                                        
4 蔡襄：《蔡忠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89 页。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00 页，第 395 页。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7 页。 

蔡襄:《蔡忠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90 页，第 380-381 页。 

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第 24 辑。 

脱脱等：《宋史》，第 45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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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从广州、杭州、明州等口岸进入中国。“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

皇祐(1049-1054)时，每年进口的象犀、珠玉、香药等货物达五十三万有余，治平(1064-1067)年间，年进口量又增十万。虽然

在进口的同时也有货物出口，但总体来看，北宋的对外贸易存在逆差现象，即货币从中国流向海外。《食货志•互市舶法》载：“以

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鼇皮、瑋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橘、

苏木等物。”《食货志•互市舶法》对宋代进出口货物明细有所记录，进口明细包括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等，而出口明细则包

括金银、缗钱、铅锡等。由此可见，在对外贸易中，货币从中国流向海外，即北宋存在贸易逆差现象。北宋朝臣对此也有议论，

张方平指出：“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益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人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

极不可胜言矣。”刘挚说：“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

之。”张方平、刘挚等北宋朝臣都察觉到了货币外流的现象。 

国际货币角色是导致北宋钱币外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北宋货币不仅通用于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还通用于海外诸国之间的

贸易，因此，对于北宋货币，海外各国都有强烈的需求。关于北宋货币的国际货币角色，学者们已进行过专门研究。黄纯艳指

出：“宋代所铸的铜钱，在当时的海外诸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需求量很大。如在高丽、日本和交趾，宋钱均作为主货币行用，

即使在实行金银本位制的东南亚(交趾除外)以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也担当着辅币功能。”美国学者万志英指出：

“宋朝国力鼎盛的 11 世纪中，铜钱作为通用的基准货币，在市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支配地位。12-13 世纪，宋钱还在东亚乃至

印度洋的世界贸易中扮演了国际货币的角色。”海外诸国大量进口宋代货币的情况，还可以从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印证。据日

本考古学界的发掘报告，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约有 70_80%是宋钱，其中尤以北宋钱居多。美国学者贾志扬对日本与

宋代的贸易活动进行过研究，指出：“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和南海进口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也进口大量的宋代钱币，造成了通货膨

胀(一些人称‘钱病了’)。这也引起日本当局的警惕，他们无数次地试图限制钱币的进口，但也是毫无效果。”由于大量进口宋

钱，日本都发生了通货膨胀，可见当时宋代货币的流出量是十分庞大的。两浙路是北宋重要的通商口岸，大量货币从两浙流向

海外，因此，在东南诸路中，两浙钱荒尤为严重。时人对两浙钱荒多有评论，曰：“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两浙累年以来，大乏

泉货，民间谓之钱荒” 两浙钱荒尤为严重与该地区的贸易逆差是有关系的。 

总之，在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现象，致使货币大量外流。东南地区拥有杭州、明州两大市舶司，

是北宋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货币流出的重要口岸。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货币持续从两浙流向海外，出现钱荒是不可避免的。

北方地区则与东南有所不同，北方的贸易对象以辽国为主，在与辽国的贸易中，北宋不仅不存在贸易逆差，反而还存在贸易顺

差。斯波义信在讨论辽、宋贸易时，指出：“宋代的出口额通常远超过它的进口额。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

万贯顺差。”
5
此顺差使宋朝基本赚回了给辽国的岁贡。在对外贸易中，东南地区产生贸易逆差，而北方却存在贸易顺差，这就使

得东南地区与北方的货币不均衡局面进一步加剧，进而导致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而不是北方。 

四、东南地区与中原的货币壁垒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境内形成多个割据政权，它们各自为政，使用不同的货币，导致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陷于崩溃。北

宋立国之后，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整顿货币的措施，但是却一直没有恢复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东南地区与北宋朝廷所在的中原

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货币壁垒，这是东南地区发生钱荒的更深层的原因。 

                                                        
5脱脱等：《宋史》，第 4559 页，第 4559 页，第 4558 页。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1 顶。 

刘挚：《忠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11-11 顶。 

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夕卜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 年第 6期。 

〔美〕万志英：《11-18 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王文成译，《思想战线》2012 年第 6期。 

李培浩：《宋代中日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学报》1983 年第 5期。 

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期。 

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51 页。 

郑懈：《郧溪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20 页。 

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期。 



 

 6 

北宋立国之初，东南地区还同时存在着南唐、吴越、荆南、湖南等割据政权。在统一东南地区之前，北宋政府禁止铜钱流

入东南诸国，也禁止东南诸国之钱流入宋境。“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徙一年，五贯以上弃市，

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北宋政府对于擅自向周边输送铜钱的行为判处严厉的罪行，输出两贯钱就要被流放一年，输

出五贯钱则要被公开执行死刑。在平定东南之后，宋代政府也没有采取统一货币的措施，而是仍然延续旧令。“平广南、江南，

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在平定广南、江南等地之后，北宋仍令其使用旧钱，如同在川蜀实行的办法。 

尽管北宋政府在后来对东南地区的货币政令有所调整，但东南地区与中原一直奉行着不同的货币政策，直到王安石变法期

间都没有得到改变。熙宁五年，载：“既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

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熙宁五年，政府命令在中原和东南地区统一铸小平钱，但同样的货币在东南和

中原却代表不同的币值。一枚重宝钱在中原地区面值五文，而在东南地区的面值则只有三文。“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

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政府很快对该政令进行了调整，对小平钱在各地的面值

进行了重新规定，一枚小平钱在中原地区的面值改为十文，在两浙依然是三文，在除两浙外的其他东南诸路则改为五文。由此

可见，北宋东南地区与中原奉行着不同的货币政策。即使在东南诸路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规定，两浙路与其他诸路就有所不同。

同一枚货币在各地代表不同的面值，意味着货币在各地具有不同的购买力，跨区域交易必然有利可图。为了抑制跨区域投机，

北宋政府严格限制货币自由流通，在各区域之间设置了货币流通壁垒。 

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控货币流通的措施。北宋严禁商人携带货币赴外地，只允许使用官营汇兑来实现钱币的异地周转。

载：“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人钱诣务陈牒，即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

开宝三年，政府设置便钱务，命令商人将钱存入本地钱库，凭券到异地支取。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宋朝廷可以限制货币在区域

之间的流通。北宋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限制货币贩运的措施，载：“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

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收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
6
朝廷准许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

京畿路、开封府等地方官府搜索商人的舟车，一旦查到私运货币，就对官员加倍行赏，若出现失察的情况，则罢免官员职务，

若故意隐瞒，则按照数额多寡对官员进行定罪。总之，北宋政府对于钱币的跨区域流通具有严格的管控，虽然东南地区与中原

同处于一国之内，但是两地却奉行不同的货币政策，钱币也不能在两地之间自由流通。 

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的货币壁垒，是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的重要原因。北宋时期，东南、中原、川蜀、西北等地

奉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因此形成了多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区。由于各地区的人口、资源、产出等互不相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必然会出现不均衡，而货币在各区域之间又不能自由流通，因此局部地区会发生钱币过多或过少的情况。换言之，如果货币能

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东南钱荒、西北通胀这样的怪乱现象。 

结语 

钱荒在唐宋以后并不鲜见，但北宋钱荒却非常特殊，表现为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钱荒是货币相

对于商品经济的短缺，经济发展和货币减少都可能导致钱荒现象。北宋东南钱荒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商品经济蓬勃发展，

一方面货币持续流出。就商品经济方面来说，北宋时占城稻在东南地区迅速推广，占城稻具有耐旱、不问贫瘠、产量高等优点，

使东南地区的农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大幅增加，进而导致土地交易规模和粮食交易市场繁荣发展，以至于需要更多货币来满足

交易需求。就货币方面而言，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管控有所失衡。与北方相比，北宋倾向于从东南地区征收货币税而不

是实物税，但在东南地区的财政支出又 

远不及北方，致使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留在了北方而未能回流，使东南地区的货币量日益减少。另外，东南地区是

北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大量货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使东南地区的货币进一步减少。在经济蓬勃发展和货币持续

                                                        
6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375 页，第 4376 页，第 4388 页，第 4388 页，第 4385 页。 

脱脱等：《宋史》，第 4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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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双重压力下，东南地区发生钱荒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以上问题还不足以导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致使东南地区发生钱

荒的更深层原因乃是北宋政府设置的货币流通壁垒。北宋限制货币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通，因此，当东南发生钱荒时，其他地

区的货币不能自由流通到该区域。北宋政府所设置的货币流通壁垒是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的重要原因。 

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为了应对经济蓬勃发展造成的货币短缺，北宋士

大夫们进行了多项创举，譬如铸造“折三钱”“折五钱”，还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些创举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然而，北宋士大夫们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货币短缺问题，东南地区长期存在钱荒现象。北宋东南钱荒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当时的很多历史事件都与此有关。再譬如北宋党争与东南钱荒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南北方具有不同的经济形势，致使南北方

士大夫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思想，于是在改革问题上就出现了对立意见。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与钱荒也

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进程多因钱荒而中断，钱荒使资本不能持续增加，还会导致物价下跌，进而影响

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北宋钱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还有大量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正如袁一堂所言，“这的确是值得今后继续加以研究的大题目”。
7
 

                                                        
7袁一堂：《北宋钱荒：从财政到物价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2 期。 


